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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地域范本研究 

———以宜丰县为例 

龚汝富，龚湉晰1 

(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晚清民初中国法政教育与法律人才的勃兴承接了废除科举制后人才选拔的功利性成果，直接导致中华民国法律人充

斥社会各界从而垄断权力话语的局面。在江西地方政治生态中，中华民国法律人甚至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优势地位。以江西省宜

丰县为地域范本，就中华民国法律人的地域圈子、专业事功、职业操守与人生归宿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概见中华民国法律人

成长的基本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法律人作为旧法人员被清理改造而退出历史舞台。总结这一代法律人的探

索历程，有利于全面了解和反思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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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905 年清代废除科举制之后, 由法政速成科发端的近代中国法政教育成为博取功名利禄的终南捷径。清末民初, 全国各地

的法政学堂、法政讲习所和法政专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 预示着法律人才承接传统的进士生员等社会角色, 成为分享

政治资源与话语权的时代新贵。后来, 法律人形成会馆家祠式的职业圈子, 显然并未从“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封建旧惯中

脱胎换骨, 甚至利用法律专业标准为掩护, 强化了法律职业的地域人际圈子。如中华民国时期, 湖北广济 (今湖北武穴) 人居

正担任最高法院院长, 全院 203 人当中, 湖北籍有 30 人, 其中广济籍有 16 人, 而居姓一族便有 5人
[1]
。不仅如此, 而且其同乡

鲁师曾当时担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 江西地方法院系统的广济人也成为仅次于江西本籍人员的地域性群体。而在江西本籍司法

人员当中, 又因为临川人梁仁杰长期担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 到 1946 年 10 月汇编全省司法人员录时, 全省在岗的 500 多人当

中, 临川籍就有 120 多人
[2]
。这种地域性固结的人际圈子对司法公正无疑会构成巨大的冲击, “任用私人”已经成为中华民国时

期司法界备受诟病的恶习, 但它又是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谋职常态。如果我们循着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华民国时期江西法律

人成长的轨迹, 我们就会发现地域圈子被赋予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在追求法政教育中成群结队, 而且在职业历练中也多

依托乡谊谋求群体发展。 

笔者拟以本籍宜丰县为例, 来探讨中华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历史轨迹, 从中领悟其独特的人际环境及其内在规律, 对于

追寻中华民国法律人的前世今生, 提供一个地域性范本。 

                                                        
1
收稿日期: 2018－10－17  

作者简介: 龚汝富( 1965－) ，男，江西宜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龚湉晰( 1991－) ，

女，江西宜丰人，2016 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2 

二 民国宜丰法律人:人数规模、人才类型与职业选择 

江西宜丰又称新昌, 原属瑞州府, 无论土地面积, 还是人口物产, 在江西省内均属于中下县份, 但它在江西地方政治和历

史文化版图上却是人才大县。清末民初以来, 保守派如胡思敬、胡思义兄弟者, 先锋派如蔡锐霆、熊雄辈, 都是江西乃至全国

名流。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 法政科成为谋取社会地位的重要“干禄之具”。在这个极重制艺科举传统的山县, 也涌现出了一大

批杰出的法律人才, 在江西政法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成为中华民国时期法律人才较为强盛的小县典型。 

(一) 法政毕业生人数概算 

据笔者检索各种档案资料后所作的不完全统计, 仅省内各法政专门学校培养的宜丰籍法政人才便超过了 70 人。其中江西公

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有熊超群、刘己达、刘兆德、刘兆燊、胡亦三、胡贞毅、冯家瑞等 26 人；江西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

有邹伟才、卢琪光、刘兆菊、张汉等 21 人；私立江西豫章法政专门学校 (原章江法政专门学校) 毕业生有胡师汉、熊植谋等 17

人。另外, 私立江西豫章监狱专门学校有李凌霄等 6 人, 私立赣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有熊以文 1 人。加上在省外、国外各大

学培养的法政人才, 以及非法政专业毕业却从事法政教育和司法行政工作者, 总数应超过 100 人
[3,4,5,6,7,8,9]

。如日本早稻田大学理

化科毕业的卢建侯和我国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毕业的卢荣光, 虽然不是法政专业毕业生, 但是长期在公立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担任

教员和校董, 为江西地方法律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 1935 年《最高法院职员录》所载, 担任刑六庭书记官的刘德辉, 与

刘师汤、刘以荣、刘志鸿等族兄弟均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
[1]
。其叔刘谨安在司法行政部刑事第一科担任科员, 从 1930 年 5 月到

1947 年 9月一直在司法行政部工作, 也是一名刑事司法方面的行家里手
[10]
。1933 年夏, 江西省政府结束各类法政专门学校教育, 

此后法律专业毕业生锐减。在这100多名宜丰籍法律人才中, 绝大多数也是1933年以前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笔者注意到1947

年南昌律师公会名册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该公会律师除了极个别毕业于朝阳大学、中央大学的会员年纪较轻以外, 多为五六十

岁的老者。律师公会会员老化问题其实从侧面也反映了 1933 年以后法律教育迅速萎缩、法律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后果
[11]
。宜丰

籍法律人的成长历程刻画了近代江西法律职业群体演进的鲜明特征。 

(二) 成长路径与人才类型 

与中国近代法律人成长同步, 最早一批的江西法律人是负笈东瀛学习法政的先驱人物, 如吉水徐元诰、南昌胡薰和胡蕙、

南丰段肇殷、于都刘濂、宁冈龙钦海等, 都是最早赴日留学法政的法律界名流。宜丰籍刘谨安、刘天衢、刘望滨、刘康衢、漆

璜、漆璵等人也于 1906 年赴日本留学, 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东京高等警务学堂学习法政和警务
[12,13]

。其中, 漆璜后来在

司法界获得了最高地位。1947 年, 司法院院长居正在为宜丰漆氏族谱赠文《书赠漆鹿门院长》中回忆, 肯定了漆璜是当年追随

孙中山同盟会的最年轻会员和法政留学生, 后来归国一度担任过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随后, 省内乃至国内法政学堂、法政专

门学校培养的一大批法政人才成为江西司法界乃至政界的主流。在宜丰县法律人才当中, 江西省内 5 所法政学校培养的法政人

才也占了绝大部分。如 1947 年江西高等法院汇总的《 (法律) 专门人才调查表》中, 主任审判官以上的宜丰籍法律专门人才有

熊益三、刘兆德、吴品元、邹伟才、张汉、刘兆燊等 6人, 除 39 岁的吴品元毕业于朝阳大学之外, 其他 5人均毕业于省内的法

政学校且年纪均在 45 岁以上, 50 岁的熊益三甚至还是考取承审员出身
[14]
。这些人在江西司法界都是较为活跃的实力派人物。其

后, 留学欧美的法学博士和毕业于国内东吴大学、朝阳大学等名校的学生成为崭露头角的法律人物, 在宜丰县籍法律人物当中

也丝毫不逊色, 如 1925 年刘师舜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40 年漆竹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5]。1910

年, 东吴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周玉山则投笔从戎, 转入军警两界
[15]
。1935 年, 朝阳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吴品元在较短的工作期

限内得到拨擢, 尤其在朝阳大学老前辈吴昆吾担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提拔更快, 可见其学识能力及法政奥援的不俗背景
[16]
。 

(三) 职业选择与事业成就 

中华民国江西法律人职业角色的多样性在宜丰籍法律人职业生涯中也体现得较为全面, 可谓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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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法律教育者 

如前所述, 从事法律教育者卢建侯、卢荣光均为公立江西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董和教员, 冯仲瑞也是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最早

的商法教授和财务总管, 一度代理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留日的法政学生漆璜、漆璵分别在江西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诉讼法和

体操；漆璜还是校监事会成员, 后来担任大夏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司法讲习所的熊飞是江西私立赣州法政专门学校的股东和

教授之一。漆璜之子漆竹生博士毕业后任朝阳大学、东北大学、英士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法学教授。 

2. 从事司法审判者 

从事司法审判者如漆璜, 从做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开始, 做到贵州高等法院院长、黑龙江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东北解放

前夕, 曾任兴安省高等法院院长、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庭长
[17]
。 

3. 投笔从戎者 

投笔从戎者如漆璵, 先后任陆军第十四军参谋处少将参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少将科长、武昌行营少将科长、重

庆行营少将组长、成都行辕少将高级参谋
[18]
。东吴大学毕业生周玉山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 8 期, 长期服务军界和警界。笔者的

族人龚芸窗 1943 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法政系法制组, 一度在青年军 206 师担任辎重营政治教官
[19]
。 

4. 从事外交事务者 

从事外交事务者如刘师舜, 博士毕生后将身心奉献给外交事业, 除了短暂任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之外, 先后担任外交部

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欧美司司长、驻加拿大首任大使、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专员、驻墨

西哥大使等
[20] (P97-101)

 。漆竹生教授在刘师舜的引荐下, 于 1947 年底至 1948 年 10 月也曾在外交部欧洲司担任专员。 

5. 从事地方党务与行政者 

从事地方党务与行政的这类基层工作人员是法政人才最为广泛的就业渠道, 几乎每名法政毕业生都有过地方党务或行政的

工作经历。如江西公学和法政学堂毕业生刘扶青在担任寻乌等县县长之前, 便在湖北从事地方自治建设, 后来还做过宜丰县参

议会议长
[21]
。江西法政毕业生刘己达从基层党务工作者做到赣州专员、江西民国日报社社长、江西地政局局长。而卢琪光、漆

望明、卢存慎等则成为宜丰地方实力派人物, 县长王赞贤、娄宾汶因与他们不谐, 皆先后落职被谴
[22]
。 

法政毕业生以其专业口径宽、就业渠道广的优势, 很快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猎取功名利禄的权力新贵。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

的参众两院议员, 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要员, 法政毕业生都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中华民国时期, 宜丰籍权势人物

绝大多数也正是来自法政的毕业生。炙手可热的法政招牌和简易办学的低廉成本使法政教育一度成为中华民国初年最热也最滥

的专门教育。尽管法律职业群体竭力自我辩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政专门学校确实已经成为输送各类权贵的重要门径。早在

1917 年夏, 公立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梅士焕寄望于法政学生能够在改造中国政治生态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努力, 以此改变世人

对法政毕业生的责难。“今世诟法政毕业者曰求仕, 仕果不可求也耶。仕而不可求也, 则学者果遂藏身而不致诸用耶!嗟乎, 今

中国豪雄武夫、腐败政客视仕为一己及亲旧子弟之专利品, 若惟恐有而竞攘之者久矣, 彼其诟法政毕业之求仕也, 不亦宜乎!”
[3]
但 10 多年后, 当法政人才成为垄断地方行政与司法资源的食利阶层时, 限制法政专业发展的社会呼声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

流舆论。 

三 法律人的乡土之谊:地域分布与人际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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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 热衷于法政速成教育与法政人才爆棚, 显然与营求政治权势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追逐权力是这个倡言宪政法

治群体背后最隐讳的原动力。一个以擅长科举登瀛的山区小县, 宜丰何以能迅速转变为法政人才强县, 耐人寻味。 

(一) 法律人才的地域分布 

笔者注意到, 宜丰与高安、奉新、上高、万载、铜鼓等赣西北周边五县的法政人才数量比较, 宜丰远远超过高安、上高、

铜鼓三县, 而与奉新、万载互为伯仲。万载法律人才的繁盛可能与该县的土客族群争夺地方政治话语权有关。寻求法政人脉资

源继而控制地方社会主导权, 在万载客籍律师、留日法政毕业生蓝鼎中先生的职业抗争中得到了印证
[23] (P97)

 。万载土客籍子弟

均热衷于法政教育, 正是顺应了从科举出仕到法政干禄的从政轨迹。拥有“辛半城”豪誉的土著辛氏子弟辛际周、辛际唐也是

留日的法科毕业生, 辛际唐还是北京政府时期的国会议员。在中华民国时期万载土客族群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 法政毕业生始

终是主导事态发展方向的骨干力量。中华民国时期重修《万载县志》, 原本考虑《选举志》的入选条件以大学毕业生为限, 终

因遭受掌握话语权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强烈反对, 而降为专门学校以上为入选标准
[24] (P1 397-1 438) 

。奉新法政人才兴盛受法政新

贵宋育德、宋名璋叔侄的荣耀显赫所影响, 如 1904 年宋育德、宋名璋叔侄同时考取进士后, 还携宋名瑾一道东渡日本早稻田大

学和政法大学留学。后来, 宋氏叔侄一度为京官, 并执掌江西省议会
[13]
。固然如此, 但是奉新法律人才勃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许 (振祎) 、张 (勋) 等显赫家族庇护的商人群体崛起。雄厚的商业利润及其寻求子弟出人头地的理想, 促使大量的奉新商

人子弟走上法政之路。如徐葱珩、甘圻道、张元通、廖绵钰、王良基等江西政法界名流, 都是商人子弟, 并拥有广泛政商资源

的支持。循着这一分析思路, 笔者认为, 宜丰籍法律人才的繁盛实际上存在某些暗合的地域与人际圈子在发挥作用。 

从地域分布来看, 宜丰法政人才集中在县城及县城以北的天宝、潭山和县城以西的芳溪、石市等乡镇, 几乎占据总数的 80%

以上, 其他乡镇的法律人才较为稀少。宜丰县城素为熊、胡、蔡、漆四大家族的势力范围, 科举时代县城四大家族的子弟课业

也成为全县举业成败的标杆。熊超群、熊鲁奇、熊植谋、熊谟、熊权等是城中熊家子弟；胡亦三、胡贞毅、胡师汉、胡盈才是

南门胡家子弟；漆璜、漆璵、漆竹生是城南漆家子弟；蔡瑞麟是城北蔡家子弟。城北蔡氏只有蔡瑞麟一人毕业于豫章法政专门

学校, 联系到辛亥革命时期蔡锐霆等“蔡氏三杰”的辉煌历史, 蔡氏子弟是否更加偏向走革命道路的捷径, 尚不得而知, 但是

蔡氏子弟从军从警者却较为众多。宜丰县城以北的天宝墨庄刘氏涌现出的法律人才近 30 名, 居全县之首。其中, 刘师舜、刘己

达也是中华民国时期宜丰籍人士宦游成就最高者。而毗邻墨庄刘氏的潭山龙岗邹氏和茯溪吴氏也涌现出了邹璆、邹伟才、邹家

驹和吴品元等法律人才。县城以西的芳溪以熊氏家族为首户, 熊飞、熊弼、熊益三、熊以文等法律人才即来自该家族。而紧邻

的石市则是以卢氏为望族, 卢建侯、卢荣光、卢琪光、卢存慎便是这个家族的子弟。环居城东敖桥地界的李氏、钟氏、梅氏以

及澄塘冯氏、周氏、郭氏、棠浦龚氏、袁氏、同安张氏等家族, 也有子弟学法从政, 其中以冯家瑞、张汉影响较大, 但无法与

刘、熊、漆、胡诸家比肩。 

(二) 法律职业的人际圈子从人际圈子 

来看, 宜丰法律人才的成长存在以下 3个较为明显的人缘交集点: 

1. 以刘己达为核心, 以刘扶青、刘兆德、刘兆燊等为主力的赣南司法行政系统的宜丰人 

天宝墨庄刘氏是宜丰近代以来最有权势的地方实力派。刘己达在赣南得势后, 刘氏一支在赣南司法行政系统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条件。如刘兆德最先在江西省高一分院当书记官, 随后任瑞金县县长, 再转任大庾县司法处主任审判官。在其任内, 执达

员刘修业、录事陈庆家、刘继昌 (胞弟) 、看守邹总林都是从天宝、潭山带去的亲属。后来大庾地方法院成立, 而族人刘绍基

也在同院担任推事。刘兆燊早先在宜丰县党部担任干事, 后在崇义县政府和信丰县司法处辗转积累资历, 最后成长为峡江县司

法处主任审判官。在 1948 年信丰县司法处人员名册中, 由熊以文任所长的看守所职员全为宜丰潭山人。由于刘己达在国民党败

退台湾前一直是江西省政界的实力派人物, 而且他在赣南有一定的人脉基础, 因此宜丰有相当多的法政人才到赣南寻求发展机

会, 在刘己达离开赣南后仍投靠在刘扶青、刘兆德等人门下。刘扶青是宜丰籍最早任县知事的法律人, 胡贞毅从贵阳回宜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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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信丰县县长刘扶青邀请出任公安局局长, 重新积累个人资望。宜丰法律人才以刘己达为首的墨庄刘氏人脉圈子发展最为顺当

平稳。 

2. 以漆璜为核心聚集的宜丰籍法律人才 

漆璜在中华民国初年曾担任过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厅厅长, 但迫于政争压力, 一度退出江西司法界辗转厦门、

安庆等地方法院任推事。后来, 居正任司法院院长, 重新起用他为贵州省高等法院院长, 在任内多有建树。其间有一批江西籍

法律人才追随他到贵州, 如后来任袁宜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萧伟和丰城县司法处主任审判官的毛益鸿等均获其提携, 彭泽人

欧阳樛甚至做到贵阳地方法院院长。其间也有许多宜丰籍亲旧投奔到其麾下, 如贵阳地方法院推事胡亦三、书记官胡祖清、胡

贞毅、漆简清, 贵州高等法院书记官刘德铭, 以及贵州县司法人员训练所毕业的漆仪士都是他带去的家乡人, 漆简清和漆仪士

还获得了 1937 年 9月川滇黔司法人员考试书记官和监狱官考试合格证书
[25]
。但是, 后来因为漆璜与其小妾之父勾结卖案被惩戒, 

追随他到贵州的宜丰籍法律人, 除胡亦三调任四川高等审判厅推事外, 都陆续回到原籍发展。这些人因为缺乏本地人脉积累, 

事功远逊于刘己达为首的墨庄刘氏法律人才圈子
[26]
。 

3. 卢建侯、卢荣光、冯家瑞等“学院派”影响下的法政人际圈子 

冯家瑞虽然属于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留校的嫡系人物, 还一度代理校长, 但是从未涉足司法实践, 与无法政专业背景的

卢建侯、卢荣光一道, 致力于江西法政教育事业, 为当时江西仅有的 5 所法政学校的股东或资深教授, 不仅招揽了许多宜丰籍

子弟到省垣学习法政, 而且他们在法政领域所积累的人脉关系无疑影响到宜丰法律人的成长。如熊飞、张汉、刘育璜、刘秉乾

曾经是卢荣光父亲卢豫章在宜丰“金兰学社”教过的学生, 后来又是卢荣光在赣省优级师范或法政学校教过的学生, 来往非常

密切。而卢荣光在江西南昌、赣州、抚州等多地从事教育 30 多年, 在他给父亲卢豫章所作的哀惋录中附有一份来往学生名册, 仅

公立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就有 198 名, 宜丰熊弼等 6 人即在其中。在受其耳提面命的学生中, 既有声名显赫的游国恩、萧

涤非、江登庸等临川才子, 也有薛秋泉、何人豪、黄杰等江西政要。而江西法律界闻人、高等法院推事喻遂生、王济之, 南昌

地方法院院长袁刚毅、推事李家腾, 河口律师公会会长魏琛都是他的学生
[27]
。拥有如此深厚的人脉资源, 借力推助宜丰籍法政

人才, 在当时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乡谊提携了。在战乱期间, 许多法政学生遗失毕业证, 都得益于教授们开具的书面证明函, 才

能获得教育厅颁发的学历认定证明书。但是, 这种人际圈子是松散且不确定的, 其影响力也是潜在的, 不像前两个圈子那样有

着职业上同进退的鲜明特点。 

四 乱世营生:法律人的事功与操守 

近代法政人才所亲历的职业生涯完全不同于他们从书本学到的终身制理想。这既取决于社会职业分化的市场需要, 也是社

会动荡和法政教育一度泛滥所致。在宜丰上百名中华民国法律人才中, 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优秀者固然不少, 而混迹社会各行

各业的中庸者却是多数, 总体上反映出当时江西法政人才选择的基本事业类型, 其成长轨迹也体现了中华民国法律人的事功特

点和基本操守。 

(一) 人无恒业, 盘桓踯躅 

中华民国法律人最大的职业特点莫过于职业的游移不定。哪怕是法官资望的形成, 也非完全在法律职业中按部就班地递进

积累, 而是在不同的职业角色中交错转换, 几乎所有的中华民国法律人都有过二三种以上的职业历练, 甚至更多。如漆璜在担

任审判厅厅长和高院院长的间隙, 做过县长和大学教授。其弟漆璵在脱离江西法政学校的教职后便在南昌从事律师职务, 后来

从军, 做过上校军法承审员、少将军法官、少将高参等职。1928 年, 江西吏治讲习所培训地方佐治人才, 宜丰籍法律人才熊谟、

刘扶青、邹伟才、刘兆德、胡师汉、漆望明、漆瑜清、胡贞毅、漆璵、熊超群、熊以文、钟祖期、邢师德、郭梅春均在受训之

列, 但是后来这些人的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 如刘扶青当过县长, 做过律师, 还追随吴宗慈修江西地方志[21]。即便被列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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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专业人才”的邹伟才, 其职业履历也复杂得令人晕眩, 从 1929 年 12 月至 1946 年 8 月, 先后任宜丰第五区区长、宜丰县自治

指导员、宜丰第六区区长、江西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科员、江西分宜县第四科科长、湘赣边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部少校军

法官兼江西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江西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第三科长和第二科长、江西省农业院股长、

江西宜丰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
[28]
。在其罗列的地方军政要职背后, 没有把法律职业经历写入, 而他最后却是在上高司

法处主任审判官任上迎来解放的。 

(二) 学以致用, 循规蹈矩 

尽管中华民国江西法律人物被控贪渎较为频繁, 但是宜丰籍法律人被控案件却较为稀少。除胡贞毅在万载任内因前后任矛

盾牵连涉诉、刘兆德在大庾县因纳妾涉讼、刘师旦在余干县被控贪渎外, 尚无其他涉案线索, 说明宜丰籍法律人的职业操守在

整体上值得肯定。如吴品元在江西司法界的成长便是一个敬业勤勉的典型, 笔者查阅到他在 1938—1939 年的两份考绩表。一是

1938 年的工作概况:办理各项文稿 316 件, 记录 29 次, 编制书表 72 件, 编制卷宗 250 案。其他确实事绩: (1) 训练缮状生及录

事等, 教以必要的任务及责任； (2) 以现行法律规定详将征收诉讼费用办法对缮状生兼办征收事解述扼要； (3) 每星期日下

午训练执达员、法警、庭丁, 明了本身责任, 并须遵守法律。二是 1939 年的工作概况:办理各项文稿 247 件, 记录 53 次, 编制

书表 57 套, 编制卷宗 168 案。其他确实事绩: (1) 每星期日 13-14 时, 实施训练及改进执达员、法警、庭丁生活行为； (2) 每

星期一 8-9 时, 召集执达员、法警、庭丁讲述办案应行的注意事项及送达文件的各项必要责任。作为朝阳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 

吴品元把自己所受法律教育的规范性训练, 通过日常工作程序传授给同仁和部属, 在司法行政部公务员考绩表的“平时奖惩及

其事绩”一栏中有“恒加面奖但未明令记功”
[28]
。 

(三) 法界流转, 艰难成长 

中华民国法律人不仅罕有毕生从事法律职业一途者, 就是在法律职业生涯中也是辗转迁徙, 有如走马观花。如张汉自豫章

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毕业后, 虽然在抗战期间一度转入政界, 在德兴县政府任秘书 4 个月, 在老家宜丰县任粮食管理处代理

主任、县政府助理秘书、行政会驻会主任委员、县参议会议员、议长等职, 前后合计 5 年, 但纵观其职业履历, 从总体上算是

在司法界服务, 遗憾的是在各地方任职时间都非常短暂。仅在 1929 年 10 月至 1933 年 2 月之间, 便先后在安福、余江、黎川等

三县试署承审员, 1933 年 9 月至 1939 年 12 月之间, 先后在安福、吉水、兴国、资溪、靖安、石城、乐平等七县任承审员或军

法承审员, 1945 年 12 月代理靖安县司法处主任审判官, 翌年任主任审判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离任回籍。张汉在司法界

任职时间最长的岗位也正是最后一职。又如胡贞毅自江西法政学校毕业后, 曾追随漆璜到贵州任安顺县审判官、贵阳地方法院

书记官长, 回原籍后除了在信丰县担任公安局局长的短暂经历之外, 也一直在司法界供职, 先后担任江西玉山、遂川、铜鼓、

万载、上高等县司法处主任书记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尚在袁宜地方法院书记官任上。这种频繁流动的职业岗位固然有

利于防止司法官吏盘踞舞弊的陋习, 但也抑制了法律职业者内在的事业归属感, 造成了法律人在事功积累与操守秉持方面的严

重缺失
[28]
。 

五 旧法统的殉葬品:戛然中止的法律人生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专政工具和旧法统的实施者, 中华民国法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背负着政治负资产和旧法人员

的职业原罪, 成为新生革命政权的专政对象。其法律生涯因为废除旧法统而戛然中止, 其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与自由的惨重代价, 成为埋葬旧法统的殉葬品。据笔者多方走访调查, 中华民国宜丰法律人的人生归宿刻画

了这一代法律人共同的职业悲剧与人生无奈, 在沧桑巨变的历史转折关口, 去留选择显得比个人奋斗努力更具有实质性意义, 

由此演绎不同的人生结局。 

(一) 权衡风险, 逃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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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民党政权上层的刘师舜、刘师汤和刘己达决然作出了逃亡海外的选择。刘己达虽然在南昌解放时积极办理地政局的

移交手续, 并与老同学邵式平有过接触, 邵式平还推荐他到北京参加思想学习；但是他在北京学习期间, 敏锐地觉察到政治空

气异常紧张, 便利用到东北探望女儿女婿的机会辗转逃亡香港。而当时被关押在南昌监狱中的旧法官徐日彰和原南昌市中山堂

管委会主任蓝仲和, 正积极检举揭发刘己达的各种罪行。当调查人员按照蓝仲和提供的详细地址找到刘己达的居址时, 已是人

去楼空。刘师舜的堂弟、江西法政预科毕业生刘师旦在南昌被捕, 要求解回原籍审判, 宜丰方面以罪行不够枪毙、递解费用过

高为由, 恳请南昌方面就地判决；而认为够枪毙条件的刘师舜逃跑了, 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遗憾
[29]
。 

(二) 隐居家中, 闭门思过 

1949 年 6 月, 吴品元在宁冈县办完移交手续, 一担谷箩挑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宜丰茯溪老家, 回归务农生活；但是由于

劳力差而心情郁闷, 1951 年病逝, 时年 42 岁[16]。同安鹅井的张汉则从靖安县司法处主任岗位躲回老家, 以前村里众人仰慕的

“海文师”陡然成为人人侧目的敏感人物, 积郁成疾, 1952 年在家中病逝。刘兆德、刘兆燊两兄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

过反省交代, 分别在宜丰天宝和同安管制劳动 1 年, 其后在家中养病, 但村里群众普遍认为他们是装病偷懒；刘兆德甚至被群

众检举很不安分, 经常与地主分子、原重庆大学教授刘锐讨论国家税收问题；兄弟俩分别于 1952 年和 1954 年病逝于家中, 至

此, 村民才相信他们是真有病
[30]
。狱官熊以文和书记官熊思宽在宜丰芳溪老家劳动改造, 接受群众监督。熊以文表现较差, 好

吃懒做；而熊思宽被群众普遍反映表现还好。 

(三) 判刑入狱, 劳动改造 

中华民国宜丰籍法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底有多少人被判入狱, 已无法一一核实, 但笔者在南昌市档案馆查阅到

刘师旦、熊弼、熊飞的证照材料, 说明他们已经在南昌落网。当时, 熊弼已改名熊一龙, 他和刘师旦的坦白认罪书较为详细, 刘

师旦被判 4年, 熊一龙则由最初被判处 8年改为 12 年。熊飞被判了多少年未能获悉, 但他一直在上海做法官和律师, 当时年近

70 岁, 较之熊弼任伪警察局局长的结局估计要好。熊弼、熊飞均未在家乡任职, 出逃在外, 说明当时老家风声较紧, 与之同类

者的结局可想而知。熊弼后来减刑释放, 又到杭州再次谎报国民党自首官员, 要求按照投诚人员安排工作, 结果被再次关押在

杭州少年管理所。考虑到熊弼年老多病, 杭州市公安局曾致函宜丰县公安局, 要求遣返原籍, 而熊弼则要求到陕西宝鸡寻找已

离婚的妻子和养女, 此后不知所终
[29][31]

。 

(四) 清算历史, 镇反被杀 

在 1951 年镇反运动中, 中华民国宜丰籍法律人作为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和罪恶帮凶, 也成为一类被清算的重要对象。如曾

任靖安司法处主任书记官的刘荡盘, 便因口若悬河般吹嘘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力量, 在群众的揭发下, 被当作敌特分子加以镇

压。上高县司法处最后一任主任审判官邹伟才,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高境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际冲突承担罪责, 

在宜丰龙岗被捕后押回上高县执行枪决。笔者同村的法律人龚芸窗 1947 年从中央政治大学法律组本科毕业后, 仅在上海战时食

品调配处工作一年多时间, 但其入校后有两年与未婚妻曹净在青年军 206 师服务的履历成为致命污点, 1951 年在族人的讦告下

被当作特务分子镇压
[32]
。另外据笔者查实, 被判死刑的法律人还有刘扶青、卢存慎、周玉山、戴绍曾、漆望明、袁建华、刘兆

菊、卢师汉等 8人, 他们共同的身份背景是敌伪军政警特或地方恶霸。与此同时, 许多中华民国法律人在 1951—1953 年之间病

死,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忧恐而死。 

(五) 潜匿他乡, 沉默余生 

据笔者逐一查对, 宜丰籍中华民国法律人没有在原籍融入新社会工作岗位的个案, 因为他们的身份信息在家乡的熟人环境

中是无法逃避审查的；但若潜匿他乡,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如漆璜、漆竹生家族, 可以说在宜丰籍中华民国法律人中最具旧官

僚家庭的特征, 也是“反动堡垒”的典型, 如果回到宜丰老家, 他们必遭清算。但是他们全家潜匿他乡, 漆璜在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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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前夕回到南昌, 漆璵与少校军法官外甥胡俊滞留成都, 漆璜长女漆承一也是法律本科毕业生, 其丈夫梁世德是国民党司

法行政部秘书。梁世德去台湾后, 漆承一则另嫁夫婿到杭州, 他们积极融入新社会, 最终平稳地度过后半生。1949 年 8 月, 漆

璜还积极报名参加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旧司法人员改造学习班, 但在其后的改造学习班名册中却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估

计考虑他年纪偏大而没有接纳, 他在 1965 年安然病逝于南昌家中。而漆竹生则在八一革命大学研究部毕业之后, 分配到厦门大

学法律系任教, 后来调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当主任
[18]
。漆氏家族能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全身而退, 正是得益于这种化整

为零的潜匿沉默。 

很显然, 在废除旧法统后, 作为旧法统的实践操持者, 中华民国法律人成为社会边缘分子是历史的必然。而背负身份、职

业、政治原罪的这一代中华民国法律人在各自特定的地缘人际环境中, 他们的历史罪责在何种程度上被清算, 既直接关联到他

们生命自由的处置, 当然也关乎他们每个人规避风险的判断选择与自处方式。 

六 结语 

毫无疑问, 单纯从宜丰一县中华民国法律人成长的个案来窥探江西一省乃至全中华民国法律人的所有历史面向, 这是容易

受到质疑的；而且仅以接受法律教育或从事司法职业为法律人的认定条件, 是否能准确地概括中华民国法律人的职业生态尚需

论证, 以上行文中也表达了军政各界甚至地方自治行政也是法律人驰骋的重要领域。从我们已走访调查的中华民国江西八十五

县所获得的法律人物档案信息, 我们觉得从自己家乡一县之域来观察中华民国法律人成长的历史轨迹, 具体而微, 共性大于差

异；而且作为梳理中华民国法律人成长历史的粗浅探索, 我们相信, 若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研究这一群体的命运遭际, 尽管

能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片断, 但也一定会不断地固化笔者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判断。而我们更想说的是, 记住这代法律人, 尽

管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和旧法统的传人, 也遭受了历史的惩罚, 但他们也是承载中国法律现代化历史使命的拓荒者。毕竟他们

曾经怀揣法律职业梦想, 在艰辛探索中缓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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